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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浙江杂办银收支结构  

丁亮        

【摘 要】杂办银是浙江地方政府行政办公所需开支，由现役里甲丁田银买办。杂办银有两种收支方式，其中祭

祀、科举、抚恤等项目为定额支出，由里甲人户直接交纳银，地方政府买办完成；支应银项目只有总额控制，没有

细目规定，由应役人户买办供送。地方政府屡有支应项目银纳化的改革措施和建议，都因为预算额度过低而不能彻

底施行。庞尚鹏的“均平法”改革并非是简单汇总地方先行经验，而是大幅度提高预算额度，突破支应项目银纳化

改革的制度性障碍，最终完成了公费银收支的货币化方式。  

【关键词】明代；浙江；杂办银；支应银；“均平法”；改革  

公费银指明代地方政府一般行政所需要的财政开支，公费银在各地的称呼有所不同，如福建称之为纲银、广东称之为三办

银。浙江地区称之为三办，但其包含内容较广东地区则不完全相同，“其计丁田输银以给公费者谓之丁田，近亦谓之均平，十年

之间，见递里甲各以次一编。凡解京料价、祭祀、乡饮、雇觅夫马船匠、公私诸宴会胥自此出，此三办之议所自来也”①。据此

可知，“公费”也被称之为“丁田”或“均平”，凡是上供物料或地方政府的祭祀、乡饮、公私宴会的各项开支均动用这笔款项。

从名称上看，“丁田”、“均平”和“三办”的含义是相同的，就是对解京的上供物料和祭祀、乡饮这一类费用的统称。在浙江的

三办中，额办、坐办主要指供应给中央政府的上供物料以及修造战船、漕船之类的支出，杂办银才是地方政府公费支出的主要

 

目前对明代地方公费银的研究学界已有若干论述，
②
综合这些研究可以把明代地方公费银的演进路径描述如下，即明代地方

政府的公费原本由正项钱粮支出，在其不敷使用之后，该部分开支被转嫁给现役里甲承担，形成了正额外的公费开支。此项开

支既无明确额度，也无收支规范，地方政府均各行其是，直至嘉靖时期，各地方开始尝试各种规范化改革，庞尚鹏的“均平法”

改革则是在此基础上  

尽管如此，对明代公费银的研究仍有几点问题需要深入思考：首先，对于地方公费的收支，几乎没有明史学者注意到应役

人户“买办供送”的方式；其次，对“均平法”改革以前杂办银的管理制度缺乏深入分析。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对庞尚

鹏“均平法”改革的作用有必要做一番重新考量。浙江是“均平法”改革最先实施的地区，因此本文以浙江地区为例，尝试分

 

一、  

                                                           
①［明］陈善等修：万历《杭州府志》卷三〇《征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２４号，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

１９８３年，第２３０５页；类似记载亦见于［明］李培等修，黄洪宪等纂万历《秀水县志》卷三《食货》：“凡役，皆按籍而

佥之，计丁与田，输银贮官，以给供费，谓之丁田，今名均平。其十年内，里长轮该见年，则各以其次受役。凡解京料价，祭

祀乡饮，备用夫马轿匠，公私诸宴，皆籍此。”《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７号，第１６２页。 

②〔日〕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経済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２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

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日〕岩井茂树著，付勇译：《中国近代财政史研究》，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日〕伍躍：《明清時代乃徭役制度ｈ地方行政》，大阪，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部，

２０００年；〔日〕岩见宏：《明代徭役制度〇研究》，京都，同朋舍，１９８６年；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邓智华：《庞尚鹏浙江均平法改革探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１期；侯鹏：《明清

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２０１１年；万明：《明代浙江均平法考》，《中国史研究》２〇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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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笔者选取三种地方志和一种文集中五个县的杂办银数据作为分析对象来说明地方政府的杂办银的收支情况。这五个

县的财政数据集中在嘉靖十九年（１５４０） “均平法”改革前浙江地方杂办银

的收支情况。①  

 

为方便计算各县的杂办银总量，本文先从表１第４项行政开支中的支应银开始叙述。虽然文中所引地方志和文集中均没有

记载支应银一项，但这并不代表地方政府没有这项开支，只是没有计人杂办银之中而已。 

 

                                                           
① 数据来源于［明］曾才汉修，叶良佩纂嘉靖《太平县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１７册，上海，上海古籍书店，

１９８１年，第２５页；［明］江一麟修，陈敬则纂：嘉靖《安吉州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２８册，上海，

上海书店，１９９０年，第８１３—８２１页；［明］何愈修，张时徹等纂：嘉靖《定海县志》卷八，《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续编》第２９册，第７７７—７７８页；［明］海瑞著，陈义锺编校：《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年，上册，第１２１—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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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嘉靖《宁波府志》中详细记载了宁波府各县的支应银数量，其中就包含了定海县的完整数据。对比嘉靖《宁波府志》

与定海县公费银项目可知，除支应银一项外，其余数据完全相同，可见定海县确实存在该项，只是《定海县志》没有将其计算

其中。①  

另外，《兴革条例》中记载了临时加派项目由支应银暂付的事例： 

一件存恤孤老事„„嘉靖四十年派银九两，给散间，据孤老方旭等告，为急救孤贫寒冷事，申蒙察院批允，于丁田内加派

银一十一两，本县一时难征，就于见役支应银内取给„„一件军务事，奉府贴取犒赏银二十三两五钱一分四厘五丝五忽，嘉靖

四十年分于见役支应银内取解，以后年分派入丁田出办„„一件军务事，嘉靖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蒙府牌取猪牛价银一十

九两八钱五分五厘，于见役里甲支应内取解。
②
 

据此可知，支应银项目在淳安县也是存在的。除以上两县外，嘉兴府也详细记载了各县支应银的开支数量，金华府的浦江

县也记载该县支应银的开支是７０两，同样说明浙江各县普遍存在这笔支出。
③
而地方志没有记载支应银的数量，主要是由于该

项目和杂办银中的其他项目支办方式不同。张选记载了萧山县支应银的支办方式： 

查得本县先年支应，止照改议文册于丁田银内扣银二百两，不追入官，令见年里甲分曰自行支应„„
④
另据嘉靖《永嘉县志》

卷三载： 

以支应言之，旧规将全里田地内，除隅厢四十图摆酒，每图免田五十亩，再除各项优免外，其余田地每月作六班支应，每

班五日，拨田六百亩，每亩官价三分，共计一十八两。以田地居上、家道殷富者为班首，其余远近均贴，自行答应„„
⑤
 

                                                           
①［明］周希哲修，张时徹纂：嘉靖《宁波府志》卷一二《贡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４９５号，第１１２８—１１

２９  

②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上册，第１２３—  

③ 参见［明］毛凤韶等修，王庭兰校正嘉靖《浦江志略》卷五《财赋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１９册，第１０页；［明］

赵文华撰：嘉靖《嘉兴府图记》卷九《户赋》，《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０６号，第４５１页。 

④［明］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９３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第４２４页。

⑤［明］王叔杲修，王应辰纂：嘉靖《永嘉县志》卷三《食货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１８册，北京，中国书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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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条史料表明，支应银虽然载人“会议文册”中，但实际并不征收，而是由现役里甲按照规定数额自行办理。嘉靖《定

海县志》记载了该县支应银的实际支办方式和改革设想，也同样说明这种情况： 

里甲支应俱以见年买办供亿，除坊隅四里不派，余则以里计之，七人共膺一月。中有狡猾者，阴与铺户通，凡物故高其估，

倡众多敛，以羡其财。事竣，则与铺户计偿其直，而中分其赢„„今知县何愈建议，欲概一年见役，计其人田若干丁，并寄附

之田若干丁，一年十二月分作十二段，通融会算，每段该若干丁，膺直一月，则贫富不至偏累，斯立法之至公者也„„然又有

说焉，里甲买办虽于官府为便，然闾阎小人不习市井，有吏胥门皂需索之费，有铺户勒诈之费„„此皆浮于正额者也。要不若

以一岁之通计之，照上年之所出而为今年之所入，征银贮库，择廉干殷实者或老人，或坊长，或大户，俾尸其事而复其身家之

役。其于买办之际，官给朱票，严加稽核„„ ① 

定海县的事例说明，无论是“七人共膺一月”还是一段丁田“膺直一月”，都只是支应银审编方式的变化，其支出方式都是

由“里甲买办”供应，因而会出现门皂需索”的情况。与“征银人官”，官为买办的方式不同，这笔经费的收支并不经过县财政

账目。 

杂办银中其他项目收支则采用“征银贮库”，再由地方政府买办的方式。《永嘉县志》中“祭礼银”、“乡饮”等项银两均记

人“各项每岁随粮带征”项下即为例证之一。 

此外，张选曾记载： 

本县每岁出纳杂办银一百三十四两六钱二分二厘二毫八丝四忽八微六尘并闰月荒丝银六两七钱六分，春秋二祭猪羊等料银

一百四十四两，二次乡饮酒礼银二十两及存恤孤老冬夏柴布银四十五两„„
②
 

以上几项开支中并不包含２００两的支应银开支，可见，张选在计算地方政府的杂办银时同样没有把支应银列人其中。基

于以上分析，笔者将地方政府的杂办银收支方式归纳为图１： 

                                                           
① 嘉靖《定海县志》卷八《物土志》，第Ｔ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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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县坐派支应银七十两以充公费，而各官私街柴炭、米肉、纸张、朱墨及一应修造俱于支应里长名下供取„„ ① 

张选记述说： 

止用白鹿纸写帖，不用青壳手本。其六房纸札亦遵照分守参政胡会议榜文„„查得原议未有申文并造册纸张，本职又每月

支银一两买纸，量房科繁简给散。每夜堂用烛二枝„„半月墨一笏。
②

 

其二，公务人员的接待费用和交际费用。地方政府接待来往公务人员支出的费用在明代文献中称之为使客下程银。来往公

务人员的开支一般由本地驿站负担，但地方的支应银和均徭银也要承担一部分。以宁波府为例，该府驿站开支中，支应使客公

差和铺陈银两项是白银７７４．２０两，而宁波府五县的支应银总和才有白银９４０两，可见支应银承担的是少部分。
③

 

所谓交际费用是指地方政府馈送给乡宦、举监等地方士绅的礼银。海瑞《兴革条  

乡士夫近曰上司每发礼帖，来文称动支无碍银若干送某宅上，某宅上取回帖，乡官、举人、进士、岁贡生俱有之。岂有无

碍官银！旧规出自里曱，上司不可云，然无碍官银，其借辞耳。本职到县至今绝不为此，非故缺交际也，取之己不足，取之民

不可，故不为也。惟上司牌至以其衙门纸赎应之，间于支应银内补足些须，其街门无纸赎寝阁不行。
④

 

                                                           
①  

 

③ 参见嘉靖《宁波府志》卷一二《贡賦》，第１１２８—１１２９页；嘉靖《宁波府志》卷一三《徭役》，第１１８６—１１８

９  

④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上册，第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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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海瑞为节省地方行政开支，不与地方士绅交际，但是上司取用与地方士绅的交际银两之时，也需动用纸赎银和支应银。

①—般情况而言，动用支应银作为与地方士绅的交际费用则是经常性开支，所以张选言  

士夫之往来，府有所馈，县或缺焉，则议县之长短者蜂起。山阴有馈，会稽有缺焉，则论会稽之是非者纷然„„山、会士

夫虽不及余姚，比之各县为多。
②

 

可见，府县会经常使用支应银与士夫交际，其支出规模一般视当地士绅多少而定。从功能上看，不管是接待往来公务人员

的花销还是与士夫交际的开支，都是地方  

其三，地方生员的考试费用。嘉靖《宁波府志》中载有的支应银支出方向为“使客下程及岁考季考等项”
③
。从“均平法”

实行以后的地方志中也可以看到，支应银要承担提学道岁考、季考生员  

其四，应付临时支销的备用银。这部分主要指上级政府临时加派一些项目，各县又无法立即筹措，一般会动用支应银暂付。

如救恤支出，本来淳安县存恤孤老的支出为每年９两白银，但嘉靖四十年（１５６１）突然增加到２０两，“一时难征，就于见

役支应银内取给”，次年这笔开支才正式“派人丁田出办”
④
。当地方政府遇见临时增加开支的情况时，一般以支应银应付当年

开支，此后或将这笔开支作为正式项目派人丁  

本文对支应银的收支方式和主要功能进行了论述，可以认为大多数地方政府并不将这笔费用征收在官，而是预留一个总额，

由现役里甲买办实物，供应地方政府的需求。如图１所示，应役里甲或采用几户负担一月的办法，或采用丁田折银分段应役的

办法，但这只是改变应役里甲的审编方式，支应银的支办方式其实没有发生改变。从功能上讲，支应银负责地方政府的办公经

费、地方官员的生活经费（相当于薪金开支的一部分）、考试费用、往来公务人员的接待费用以及与当地士绅的交际费用等几个

主要的项目。该项目是地方政府行政开支的主要构成之一，是地方政府正常运转所需的部分。那么，这笔不由地方政府直接经

手的支应银支出规模是多大？是否有明确的管理方式呢。
⑤

 

据张选记载，萧山县的２００两支应银是按照“改议文册”在丁田银内扣除的，可知支应银的用量由“改议文册”规定。

嘉靖八年（１５２９），该县“蒙本府孔同知来署县印，访知前弊，行令该年里甲将银三百六十两纳官，逐日令老人领出支应”？，

这３６０两的数额是应乡里老人“情愿每日纳银一两在官”的要求得出的。同府下的山阴、会稽两县的支应银则按照“初议文

 

由本县支应一事推而求之，山、会二县大抵隶于府城则用兼府县，责任尤多。士夫之往来，府有所馈„„此皆出自支应银

两，无曰无岁无之者也。比之外县，殆过数倍，及查会议文册，山、会二县各该银一百五十两。夫会议之初以为两县共银三百

两，比之外县为多。殊不知一县自有一县之费，况兼一府之公用取于二县„„
⑥

 

据此可知，山阴、会稽二县１５０两的支出是由“初议文册”规定的，而且二县都是府城所在的大县，支出较一般县份还

要多一些。 

另据嘉靖《浦江恚略》卷五，该县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册定”支应银是７０两，
⑦
此时为规范的杂办银制度成立之初，

                                                           
① 据赵红梅、程志兵研究，明清文献中的“纸赎”或“纸赎银”是诉讼费的称呼。参见赵红梅、程志兵《明清文献中的“纸赎”

 

②［明］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卷三，第４２５页。 

③ 嘉靖《宁波府志》卷一二《贡赋》，第１１２８—  

④  

⑤［明］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  

⑥［明］张选：《忠谏静思张公遗集》卷三，第４２５页。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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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此为一般县份“初议文册”所定的支应银数量。另据嘉靖《宁波府志》和嘉靖《嘉兴府图记》的相关记载也可以推算支应

银的大致用量。①这两个府中，鄞县和嘉兴县都是府城所在的大县，支应银分别为３９０两和３００两，约为山阴、会稽二县“初

议文册”所定数目的２倍。慈溪县和秀水县与萧山县“改议文册”所定“支应银”数目相等。奉化、嘉善、海盐等县的“支应

银”数量也大致在１５０—２００两左右，约为浦江县“初议文册”数目的２倍，可知这些县份的“支应银”规模是根据“改

议文册”制定的。崇德和桐乡二县所定的３６０两则与萧山县再次改议后的支应银数目相等，可知也是根据１两／日的标准制

 

根据以上史料，笔者将地方政府支应银的支出规模作如下估算：一般县份最初的支应银数量在５０—１００两，府城所在

县份是一般县份的２倍以上，大致在１５０—２００两；第一次预算调整以后，“改议文册”制定的支应银数量是各县初议时期

的２倍；有些县份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改议结果之上再次做出调整，大致保证每天１两的  

综上可知，地方政府对支应银使用定额控制的管理办法。支应银的数量受到“会议文册”（成规册）的控制，在没有得到布

按衙门批允的情况下是不能随意加增的。如张选就曾指出，山阴、会稽二县开支庞大，与其拘泥于旧典，不如条陈利弊，增加

二县的行政开支额度。但并非所有的县令都会主动向上级题请修改“会议文册”，一般情况下，官员怕招来任意科派的非议，而

避嫌不肯增加支应银的预算。
②
这固然体现了定额控制方式僵化的一面，但同时也说明支应银收支是存在管理办法的。另外，这

笔收人也有明确的支出方向，前文已述它大体用作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开支和接待费用，也有备用银的性质。但在具体使用上

则没有更为明确的细目规定，  

 

据本文以上的分析可知，并非所有的地方志在统计杂办银总数时都把支应银一项计人其中，而本文选取的四种地方志都没

有列入该项，因此要将该项补入。其中定海县支应银数量可根据嘉靖《宁波府志》的记载加人１００两，其他三个县份则需要

根据估算将数据补人。这三个县都不是府城所在县份，且成书年代最早的《太平府志》也在嘉靖十九年，晚于萧山县调整“支

应银”预算的年份。因此，本文选取预算调整后，“改议文册”规定的支应银数量的中间值１５０两，将其补入三个县的行政开

支  

上述五县的数据除需补充行政开支项中的支应银以外，还应该减去其他差役项。一些地方志在修纂时会把折银项目统一记

人地方公费中，这或许是地方政府方便统一征收的做法，也可能是地方志作者为方便记载而人为地将各项合并。但并非所有的

项目都是“会议文册”规定的杂办银项目，因此必须对这些项目加以整理，本文数据  

太平县中其他差役项数量最多，其中马价银和驿传银两项显然是供给外省驿站和本县驿站支出的费用，并非杂办银项目。

柴薪银和马户银分别为１０８两和１６０两。从柴薪银项下有闰月加９两记载可知，这是９名柴薪皂隶银（１２两／名）的数

量。马户银１６０两则是４名马丁银（４０两／名）总量。这两项本应该包含在均徭银差之中，是因为其已经折银收纳，才被

统一并入杂办银之中。安吉州项下布、按二司的甲首衣粮银共２４两，根据“均徭银差”的工食标准可知，这是２名“借拨甲

首”的工食银两，因此可以断定这二项也是“均徭银差”。同理，孝丰县中的雇募夫船银也同属  

综上，其他差役项中所有的内容都是“均徭银差”和“驿传”中的项目，只是其折银以后才被合并人地方公费中统一征收，

但这些项目的支出原则另有规范，与杂  

以上本文将所选五个县的杂办银数量进行了若干修正，补人了支应银一项，减去了原本不属于该范畴的其他差役项，并计

                                                           
① 相关数据参见嘉靖《宁波府志》卷一二《贡賦》，第１１２８—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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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出表１所示各地方政府杂办银的实际支出规模  

 

上文对地方政府杂办银的总量、支出结构及支应银的收支方式已经做出了说明，本部分则主要考察杂办银中其余各项的支

 

祭祀费。各县祭祀费用开支在杂办银中所占比例大致相同，占各县公费的３０％左右。根据浦江县、武康县、淳安县、定

海县和永嘉县的祭祀项目开支额度可知，各县的祭祀项目包括文庙、启圣公祠、社稷山川邑厉坛以及各名宦乡贤祠等，各项祭

祀银两的分布是有规律的。
①
其中一般县份的文庙祭祀在５０—６０两左右，永嘉县是温州府城所在地，支出稍多，为７０两。

一般县份的启圣公、社稷山川邑厉坛祭祀银则完全相同，均为１２、１６、２４两，附府县份稍多，为２２、３０、３０两。

各县的名宦乡贤祠祭祀或４两或８两，这是依据祭祀次数所定，每祭４两。通过各县祭祀项目支出费用的分布规律和海瑞在文

集中的记载可知，各项祭祀支出在“成规册”中均有明文记载，都是“奉成规册”致祭的定额支出。②  

科举费。科举费 —１０％左右，惟定海县稍高，达到１４．３５％。从各县科举费用的内

部构成来看，数据之间并无规律可言，但从海瑞的记  

一件科举事，奉府帖取三项，共四十八两一钱三分一厘七毫三丝七忽。征完付礼房。科举银一十二两三钱五厘八毫六丝七

忽，举人牌坊银一十六两六钱一分三厘一毫，进士牌坊银一十九两二钱一分二厘七毫七丝„„一件武举事，奉府帖取武举盘缠

银一两二钱二分二厘八毫九丝九忽一尘二渺三漠。征完付兵房。
③

 

无论科举银还是举人进士牌坊银，各县都不是自行支销的，而是“奉府帖”交纳一定数量的白银。可见，科举费用是由布

政司或者府一级的机构统一核算科派，各县则按照财政能力或者举、进数量负担相应的费用。“夫进士举人岁贡生正经所得，有

牌坊银，有路费银„„”
④
，可见科举费用是法定开支，由布政司或者府根据每年生员人数统一核算费用，再分配给各县征收。

 

仪典费。这一类有两项构成，其中乡饮酒礼一项是定额支出，各县均为２０两。“一件乡饮事，奉成规册载，正月十五日、

十月初一日各一次，共银二十两。”
⑤

 

另一项是庆贺表笺银，该项在各县分布也比较均匀，大致在〇．５〇—３两之间，都是“奉府帖”征收，由所在府统一支

出。嘉兴府和宁波府的写表银支出分别是２６．５３两和２１．１２两，可知府一级的表笺支出大致就在２５两上下。？只有

安吉州除支出０．５７两写表银之外，还有２６．４两的“写表纸札”银，这个数量几乎和一府写表银的总和相当，因此笔者

推测这是“奉府帖”临时加派的项目，应属特殊情况。除此之  

救恤支出。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各地救恤支出只有一项，即孤老布花柴薪银。该项在各县杂办银中所占比例不同，这是

由于各县孤老人数不同造成的，其实救济每名孤老的费用都是０．６两。《太平府志》载，该县“孤老五十七名，冬夏布帛柴每

名计银六钱”。《宁波府志》也载“孤老衣薪，每名六钱，按名散给”。可见，定海县的６０两“孤老衣薪”银就是派发给１００

                                                           
① 参见嘉靖《浦江志略》卷五，第１０页；［明］程嗣功修，骆文盛纂：嘉靖《武康县志》卷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２０册，第９页；《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上册，第１２３—１２４页；嘉靖《永嘉县志》卷三，第５６９页；嘉靖《定

海县志》卷八，第７７７—７７８页。 

①  

②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上册，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③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上册，第９４页。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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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孤寡老人的救济银。另据，海瑞《兴革条  

一件存恤孤老事，奉成规册载，孤老冬夏布花木炭等银，嘉靖三十七年、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每年银九两。嘉靖四十年

派银九两。给散间，据孤老方旭等告，为急救孤贫寒冷事，申蒙察院批允，与丁田内加派银一十一两，本县一时难征，就于见

役支应银内取给。其四十一年该银二十两，派入丁田出办。 ①  

淳安县原本支出抚恤经费９两，也是１５人的救济银，只是到了嘉靖四十年才加征到２０两，每人的抚恤银增加到１．３

３两。且从海瑞的记载也可知，拨派给每名孤老的救  

物料运输与加征物料。这两类费用都与上供物料有关，其中物料运输是上供物料运输的附加费用，支出额度与该县负担物

料多少相应，并非用于地方财政的支出。加征物料本就是上供物料负担，大概由于其加征时间晚，尚未将其统一分类。从“均

平法”改革以后的地方志记载来看，该项目的确已经被归人“坐办”之中。此二项的开支规模视中央财政的需要而定，与地方

财政无涉，故而本文并不考虑这两项的收  

以上本文对地方政府杂办银支出规模和各项目的收支情况进行了梳理，可将该项  

第一，地方政府杂办银的开支总量基本固定，没有太大的变化。一般县份支出量在４００—６００两之间，支应银经过三

次预算调整后的县份会更多一些。府城所在县份的各项开支较一般县份为多，大致在２倍左右，一般不会超过３倍。 

第二，作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的支应银虽然“不追人官”，由现役里甲买办供送，但其开支总量要受到“会议文册”限

 

第三，杂办银中的其他支出项目由地方政府从现役里甲手中征收的丁田银支办，支出规模受到“会议文册”控制。其中祭

祀费、仪典费和救恤支出都是定额开支，除申请加增外，历年基本没有变化。科举费和加征物料等项费用则由司府衙门根据实

 

综上所述，从支出总量到每个类目，地方政府的杂办银都有明确的收支管理制度，均载于“成规册”中，是预算内开支。

即便如岩井茂树所言，可以将杂办银视

 

 

上文的分析指出，地方政府杂办银中的每一项都是遵循“成规册”的预算内开支，如此庞尚鹏改革的意义就需要重新界定。

唐文基认为庞尚鹏的均平银改革才使得浙江的地方公费有了一定的收支规范。侯鹏也认为至嘉靖四十五年（１５６６），庞尚鹏

在全浙推行“均平法”的时候，一些县份实际已经按照这个方法实行了近半个世纪了。
②
可见，侯鹏认为在“均平法”改革之前，

规范杂办银的办法已经在个别县份实行，庞尚鹏只是总结这些办法并在全浙推行。但如果“杂办银”在此之前就是遵循一定规

范收支的话，则庞氏“均平法”改革确立或者总结了“杂办银”收支原则的观点就不能成立。“均平法”改革的核心之处在哪儿，

庞尚鹏的做法与之前地方政府的做法之间有何异同，这是本部分着重分析之处。 

 

                                                           
① 《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上册，第１２３页。 

② 参见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  



 

 10 

在此笔者引用史料勾勒出地方政府杂办银改革遵循的基本路径。《定海县志》  

里甲支应俱以见年买办供亿，除坊隅四里不派，余则以里计之，七人共膺一月。中有狡猾者，阴与铺户通，凡物故高其估，

倡众多敛，以羨其财。事竣，则与铺户计偿其直，而中分其赢。公衙吏胥靡不沾焉，民宁不告病乎。且七人之中，其人田之多

寡迥不同，而以一体均之，则不平甚矣。蚓各县之寄庄、军舍之附籍，其田虽多，率不与役，则又长奸滋弊之门也。今知县何

愈建议，欲概一年见役，计其人田若干丁，并寄附之田若干丁，一年十二月分作十二段，通融会算，每段该若干丁，膺直一月，

则贫富不至偏累，斯立法之至公者也。然究而论之，一岁之中，监司过客有至与不至，大小费用有繁与不繁，概以分日为定，

则劳佚不均亦多有之矣。不若总以丁田之银充一年之费，用尽则止，不复分定曰期。如甲银既完即及于乙，乙银既完即及于丙，

以其有余补所不足，则苦乐适均，而公私两便矣。然又有说焉，里甲买办虽于官为便，然闾阎小人不习市井，有吏胥门皂需索

之费，有铺户勒诈之费，有雇赁什器之费，有倩人帮助之费，有自用酒食之费，此皆浮于正额者也。要不若以一岁之通计之，

照上年之所出，而为今年之所入，征银贮库，择廉干殷实者，或老人、或坊长、或大户俾尸其事，而复其身家之役。其于买办

之际，官给朱票，严加稽核，或有侵渔则必重究不贷，庶乎财不至于横费，民不至于独劳，且势不纷而事自集。鄞令曾直盖尝

为之，不便于官者十一，而便于民者十九，斯则可仿而行之者也。 ①  

这条史料虽长，但详细描述了支应银收支方式的变迁路径。该段史料实际包含了支应银两个方面的变革，分别是审编方法

和支办方式。关于审编方法文中一共提及了三种，最初定海县采用现役里甲“七人共膺一月”的方式。随后知县何愈则想要将

“按户应役”的办法改成按“丁田应役”，即将现役里甲丁田统一折银计算，分为十二段，每一段丁田应役一月。但是志书的作

者认为，每月事物繁简不同，分段应役同样不均，不如按照每月实际支出划拨相应丁田数量的人户应役。但是我们前文已经指

出，审编方式不论如何变化，支应银本身都不征收人官，而是采用现役里甲买办供送的支办方式。 

所以上引方志文在叙述完各种审编方式的利弊之后，指出了里甲买办虽然方便官府，但是由于应役人户不熟悉买办过程中

的各种潜规则，实际支出都会高于规定的用银数量。因此，志书作者建议改变现役里甲买办供送的方式，直接征银贮库，由地

方政府自行委派人员买办。这种办法虽然在定海县尚未实行，但据该书作者所言，此法曾在鄞县实行过。 

另外据《忠谏静思张公遗集》记载： 

本县先年支应止照改议文册于丁田银内扣银二百两，不追入官，令见年里甲分日自行支应，以致官吏人等乘机浮费，或过

于馈送，或私于自取„„使支应里甲日费数两者有之。或值一日费少，官又指说便宜，另使办礼，贺某士夫，或使修理某衙门。

以故，先年里甲最苦支应„„嘉靖八年间，蒙本府孔同知来署县印，访知前弊，行令该年里甲将银三百六十两纳官，逐日令老

人领出支应，按月稽考。
②

 

可见，嘉靖八年萧山县对支应银的改革办法与鄞县曾实行的办法是相同的，都是将“见役里甲买办供送”的方式变成“征

银人官，自行买办”，因而所谓杂办银改革，其实就是支应银改革。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杂办银中其他项目一直采用地方政府

自行买办的方式，而且各项均是定额开支，细目载于“成规册”中，一般不会产生浮收的弊端。支应银开支则只有总额控制，

没有具体的收支规定，而且由现役里甲办供送，故而浮费迭出，弊端丛生，成为改革的对象。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地

方政府杂办银改革的基本思路描述如图２： 

                                                           
① 嘉靖《定海县志》卷八《物土志》，第７７８—７８１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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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得按属各州县，凡一应公费已经议载成规，积习相沿，率令里甲轮流支应。究其末流之渐，遂至供亿日繁，民不堪命，

而颠覆相踵者，在在有之该臣案行粮储、清军二道，关会守巡各道，转行杭州等十一府，通将属县额、坐、杂三办一应支销钱

粮，备细造册，逐一参酌，内除将原额并近年加增应该起解与祭祀乡饮等项成规，开载相同，无容更议者，开列于前；次将本

县一应支费逐款各开银数，备列于后。其间多寡损益，俱载本条项下，犹恐别有意外之费，诚所不免，各照县分大小，酌量另

派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用，总名之曰均平银。 ①  

文中所说的“原额并近年加增应该起解”项目是指额、坐二办项目，这部分与杂办中的祭祀、乡饮等项“成规”都是“开

载相同，无容更议”的内容，因此将其原封不动地记载于前。各县的行政开支支应银才是改革的对象，原来由里甲轮流支应，

现在将支应银详细注明项目和支出银两，开列于成规册中。除此之外，根据各县规模大小留足备用银两，这些项目统称为均平

 

以上两种改革方式的核心都在改变支应银的支办方式，使之由里甲应役的方式变成官府征银买办的公共财政模式，并且规

范了支应银的支出方式与细目。前文已经指出，地方政府的支应银只有总额控制，大体上有一个支出方向的规定，并无具体的

支出细则，而“均平法”改革则将每一个细目的支出银两都开载于“成规册”中，更  

比较两种改革办法可知，无论是萧山区、定海县、鄞县等地方政府，还是作为巡按御史的庞尚鹏，对于支应银的改革都指

向了同一种办法，即银纳化。我们固然可以说，庞尚鹏改革是在借鉴地方先行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推行的。但如果综合本文之前

的分析则会发现，产生图２所示的改革思路并不困难，因为杂办银支出本就是两种方式并行，当其中一种方式出现问题时，地

方官员考虑将其与祭祀、乡饮等项目合并，统一征收白银是比较直接和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但问题在于庞尚鹏的改革措施中

还包含了地方政府无力自行解决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两种改革措施的不同点上。 

（二）杂办银改革的不同点 

                                                           
①［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庞尚鹏题为节冗费定法守以苏里甲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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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尚鹏改革和之前地方政府的改革之间有两个显著的不同点：其一是杂办银数量不同，改革以后杂办银的总量涨幅非常高。

 

即如仁、钱二县，原议征银，官为支应，寻复令里甲承办，此固有司奉行之未至，盖亦原定额银之太缩，以致供用不敷，

故不得不取之于里甲，此亦理势之所必然者。①  

从这一奏疏可知，“征银贮库，官为支应？”的做法不仅在萧山县、鄞县实行过，在仁和、钱塘二县也曾经实行过，但预留

给地方的支应银额度太小，各县不得不重新取于里甲。可见，核心的问题不在于官府自行买办的银纳化改革，而是合理制定预

算额，  

除嘉兴和衢州两府外，笔者无法找到更多可供比较“均平法”改革前后各府杂办银涨幅的数据。限于材料的缺乏，只能将

嘉靖《浙江通志》中杂办银总量稍作调整，作为“均平法”改革之前的“杂办银”数据，与万历时期以后六个府的地方志财政

、嘉二府，改革前的杂办

银分别为１１５５２．９２两和１６７３６．１９两，改革后达到２４４５５．７０两和２７８９９两，“均平法”改革以后涨

幅在６０％＿１１０％左右；财政贡献一般的府，如衢州府、处州府、绍兴府和金华府，改革前分别为３１６５．９５两、４

２７６７０．７１两、１８２９９．１０两，涨幅在１５０％—３００％左右，最高如衢州府达到４００％多。
②

 

庞尚鹏“均平法”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明晰了支应银各项的支出细则。此项改革除规范原有项目的收支规则之外，还新增

人了若干不可缺的项目。地方政府在经过“均平法”改革以后，支应银涵盖的项目明显增多，各项开支的细目与额度也被确定

下来。以下将衢州府“均平法”改革后增入项目列表如下，考察地方政府支应银项  

庞尚鹏“均平法”改革的办法就是将“原额并近年加增应该起解与祭祀乡饮等项成规”书写于前，再将各县新增的各项开

支备列于后。表２记载的内容，就是庞尚鹏改革思路在地方的实际执行情况。据此可见，明晰支应银的各项收支细则是改革前

后出现的最大不同点，正是这些实际存在而又不能纳人正常预算的项目，才是造成地方政府支应银改革不能成功推行的主要障

 

 

                                                           
①［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庞尚鹏题为节冗费定法守以苏里甲事》，第１１２页。 

② 以上分析数据参见［明］薛应旃撰嘉靖《浙江通志》卷一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３２号，第９０３—９５８页；

万历《杭州府志》卷三〇，第２３０６—２４４２页，杭州府因原书不清，缺少余杭县数据；［明］刘应钶修，沈尧中等纂：万

历《嘉兴府志》卷五、六、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０５号，第２８７—４６４页；［明］萧良幹等修，张元忭等纂：

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五，《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５２０号，第１１６２—１１６３页；［明］王懋德等修，陆凤仪等编：

万历《金华府志》卷七，《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４９８号，第４５６—４５８页；［明］熊子臣，何镗纂修：万历《括苍

汇记》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１９３册，１９９６年，第５８７页；［明］林应翔等修，叶秉敬等纂：天启《衢州

府志》卷八，《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６０２号，第７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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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两者都针对杂办银中支应银的收支方式进行改革，由现役里甲买办供送的方式转为“征银贮库，官为买办”的方式。

据笔者掌握的地方志材料，浙江地区至  

第二，“均平法”改革提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额度，确立了支应银的收支细则，将一些预算外的项目合法化。这些举措

正是地方政府自身无法单独完成的，也是  

第三，庞尚鹏的改革既不能视为对地方政府之前改革措施的简单总结，也不是将原本无序的地方公费收支秩序化的行为，

而是代表中央政府调整地方公费的预算额  

上文对均平银改革措施的梳理，勾勒出了明代地方政府杂办银的变迁路径。虽然本文的论证与岩井茂树等学者的表述有相

似的地方，即认同明代地方财政存在正额与正额外两大部分，①但笔者并不认为正额外部分是没有收支规范，任意科取应役里甲

人户的。这部分财政收支依然有相应的操作规范，地方政府对应役人户的负担情况也有调整措施，而这正是明代役法财政体系

                                                           
① 参见[  



 

 14 

的运行特点之一。①  

 

学者曾指出明代赋役财政体系的转变，尤其是均徭役由役人赋改革的推动力在于提编均徭以充抗倭军饷。
②
笔者认为提编均

徭固然是推动由役入赋改革的重要推动力，但地方财政作为一个整体，它的每一部分都有紧密的联系，“均徭法”改革必须与“均

平法”改革有机结合，同步进行，才能最终促成役法系统的彻底改变。据  

侍郎胡宗宪请于浙江提编明年均徭及明年里甲以济海防，从之。
③

 

可见，提编的对象既包括均徭役，也包括里甲役，因为里甲杂办银中支应银的收支情况与均徭役类似，都不是以公共财政

的形式出现的，而是由现役里甲买办供送，因此提编充饷的前提就是将其银纳化。前文已经指出，地方政府的支应银的总额受

到控制，不能随意加增，是造成支应银银纳化改革不能顺利进行的最大障碍，这也表明在定额财政之下还存在着隐形财政。因

此，厘清隐形财政的实际用量，并将其全部折  

 

第一类是里甲买办供送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支应银应该支出的部分，庞尚鹏  

照得按属征派钱粮名目最多，除额办、坐办、杂三项已经载入赋役成规外，惟加派一节乃额外之征，头绪多端，事体不一。

或以上司公礼取用看席花段，或以官员升任取送水手盘缠，又有修船料价，撮办家火，雇募长夫等项，并不申详抚按衙门，擅

行科派里甲。甚至指以加派织造为名，乘机冒破入己者，盖缘钱粮原无定额，是以征派致有侵渔。
④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谓“原无定额”并非说支应银开支没有定额，而是如前文所言，各项开支没有明确的细目规定。现

役里甲除负担正常的衙门开支之外，还要负担各官的家火银，修船料价等方面的预算外支出，额度远远超过支应银规定的总额。

 

除此之外，还有供应酒席的开支也被纳人均平银之中。这部分银两不包括在支应银之中，由坊隅各图买办供送。嘉靖《永

嘉县志》卷三： 

旧规将全里田地内除隅厢四十图摆酒，每图免田五十亩，再除各项优免外，其余田地每月作六班支应„„近遵均平条议，

总计一岁经费，照田征银在官，每月遴委吏役管办，摆酒亦酌量等第，定价给银。
⑤

 

从表２给出的均平银支办情况来看，除一些项目被裁革以外，大部分里甲买办供  

此外“均平法”还吸收了均徭役的负担项目。如果不伴随着“均平法”改革的同时发生，均徭役银纳化的过程是不能独立

完成的。此处仅举库子、驿递馆夫两例说明均徭役的实际负担问题。刘志伟的研究指出，均徭役的“重差”主要体现在其连带

的财政责任上，而不是差役本身。从庞尚鹏的奏疏我们也可以看见同样的  

                                                           
① 关于明代地方财政的这一特点可参见赵毅、丁亮《从银、力差的变迁看明代均徭法的演化路径——以浙江地区为例》，《社会

 

② 刘光临、刘红玲：《嘉靖朝抗倭战争与一条鞭法的展开》，《明清论丛》第１２辑，北京，故宫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③ 《明世宗实录》卷四四三，嘉靖三十六年正月甲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１９６２年，第７５７４页。 

④［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庞尚鹏题为悯时艰陈末议以垂法守事》，第１１０页。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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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子之设本为看守库藏而已，顷来责以供应，凡公堂百费及私衙日用，莫不刻意诛求，同僚各官，更相效尤，无复顾忌，

甚有不忍言者，而吏胥门隶尤百计苦之。故佥充库子即有司视为奇货，家累千金，败不旋踵矣。查得库子工食每役编银十二两，

而其留祸遂至于破家，何可胜叹。该臣通行布按二司及各府州县掌印官，择选本衙门循谨吏，每季轮点一名掌管库事，季终交

盘明白，付与下季，庶革侵盗之弊。每年编徭不用库子姓名，止编工食银两，如二司库子，只编正银，不用加倍。惟各府编银

一百六十两，大县编银四十八两，中县编银三十六两，小甚编银三十两，各照定数追完贮库，按月给该季库吏，以备造册工食，

若各衙门掌印、佐二、首领官日用心红纸札等项议有定规，俱令各官按月查支本衙门自理脏罚应用，不得仍令库吏出办。①  

可见，库子一役本来是按照每年１２两的标准编佥的，但是其负担额度要远远高于这个标准，地方政府的日常行政与生活

的开支都要由其供应。庞尚鹏改革以后，库子改为按照１２两一年的标准雇役充当，那么原来由库子负担的额外开支部分就必

须  

 

革馆夫支应。照得驿递供应甚繁，而馆夫最为困苦。官吏积棍百计侵凌，权势公差多方横索，荼毒之苦有难尽言。役银一

两有用至数十两者，其势不至于变田宅鬻子女不已也„„酌驿递之冲僻，较费用之繁简，于正银外定为差等，量行加征贮库，

馆夫尽发宁家。预于前月五日驿递官照数赴府县领出支应，各轮拨驿夫照时估买办。②从这两段论述可以发现，库子、馆夫等

役普遍受到高额的连带经济负担的困扰。  

本府永丰库库子壹名，正银壹拾两，每两连耗肆拾两正„„本府富春驿馆夫五名，每名银一十两，每两连耗一十二两„„

本府桐江驿馆夫一名，银一十两，每两连耗一十二两。
③

 

海瑞的记载表明，各役的实际负担情况是通过“耗银”数量表现出来的，府库的库子标准工食银的１两，连带的负担要达

到４０两，则１０两工食银的实际负担就是４００两。同理，编给淳安县的６名馆夫的实际负担是７２０两。征银雇役的改革

措施固然解决了应役人户的负担问题，但原有三类重役的高额实际负担需要寻找新的财政来源，而这些都在“均平法”改革以

 

据表２可知，改革后的杂办银各项开支中，占比例最大的就是“各衙行政开支及生活支出”和“公务往来接待并交际费用”

两项，这两个项目有很大一部分原本由均徭役中的“库子”与“馆夫”承担。因此可以说，不上调杂办银的预算额度，吸收这

 

总而言之，“里甲提编”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完成支应银的银纳化改革，这就为清理现役里甲的实际财政负担提供了契机。均

徭役银纳化改革后留下了大量的开支项目需要寻找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作为地方政府行政公费的杂办银实际存在两种支办方式，其中祭祀、科举、抚恤等有国家明确规定的

项目直接交纳白银，由地方政府统一支销。地方政府日常办公与生活的费用、往来人员的接待费用、交际费用等项目被称为支

应银，该部分并不直接征收白银，而是由现役里甲人户买办供送。但不管是直接交纳白银还是买办供送，杂办银的开支并非处

于毫无监管制度的无序状态之中，中央政府或者布政司对各项目的具体收支办法都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其中祭祀、科举等

基本属于定额开支，支应银使用的灵活性比较大，地方政府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来支配，但每年支出的总量是有一

                                                           
①［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庞尚鹏题为悯时艰陈末议以垂法守事》，第１０９  

②［明］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一《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庞尚鹏题为悯时艰陈末议以垂法守事》，第１１０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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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控制的。地方财政规模的膨胀给买办供送的里甲应役人户带来了比较沉重的负担，地方政府虽屡有银纳化改革的措施或提议，

均因预算额度过低，不得不重新回到旧有方式上。庞尚鹏的“均平法”改革在借鉴地方政府经验的基础上，提高了杂办银的预

算额度，将一大部分合理但不合法的项目列人地方财政的开支项目之中，最终完成了支应银的银纳化改革。为筹集抗倭军饷而

提编里甲  

 


